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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制造业服务化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构建双循环经济新格局意义重大，而中欧服务

贸易则会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理论上，中欧服务贸易能

够通过直接效应、竞争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推动我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并通过资源转移效应、技术溢

出效应和 H-O 效应促进我国制造业产出服务化。实证结果表明，整体而言，中欧服务贸易能够显著推动

中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产出服务化。分行业而言，中欧服务贸易对不同要素密集度制造行业的影响

存在差异，中欧服务贸易能够推动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投入服务化，却对资本密集型制造

业的投入服务化无显著正向影响；中欧服务贸易提升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产出服务化，却对技术密集

型制造业的产出服务化无明显正向影响，并显著抑制了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产出服务化。基于行业异

质性，进一步探究行业特征下中欧服务贸易对制造业服务化影响的非线性特征，发现存在研发投入门槛

效应与国有化水平门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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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服务化是当前产业演化的显著趋势，提高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服务要素投入逐渐成为全

球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换的新引擎。制造业服务化是指制造业企业由“以制造为中心”向“以服

务为中心”转变，且服务投入与服务产出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的过程［1］119。现有诸多研究证实，微观层

面上，企业能够通过实施服务化战略提升产品品质［2］、增加企业价值［3］以及培养客户忠诚度［4］3928，进

而增强竞争优势；宏观层面上，制造业服务化对提升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具有重要意义［5］。基于此，我国在政策层面多次强调制造业服务化的重要性，《中国制造 2025》特别

提出，要促进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事实上，国内已有不少制造

业企业采取了服务化转型，譬如海尔集团借助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服务模块化发展，陕汽集团以需

求为中心提供智能服务，杭氧集团依托创新驱动构建全产业链模式等。然而，尽管越来越多的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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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企业逐步走向服务化，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服务化总体上依然处于较低水平，制造业

尚未脱离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锁定”［6］19。因此，加快推动制造业服务化，从而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

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成为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战略性问题。

随着全球产业结构重心向服务经济倾斜，服务贸易开放亦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当前服

务业与制造业产业融合趋势日益突显［7］420，而我国制造业发展又面临高质量服务供给约束的背景

下［8］93，服务贸易能够有效推动制造业服务化，促进制造业发展。基于此，越来越多的学者从贸易

政策自由度［9-10］、生产性服务进口［11］、服务业开放水平［12］等角度展开研究，并得到了较为一致的结

论，即服务贸易对推进制造业服务化具有积极作用。如 Whalley 认为，当服务贸易自由化能够改

善全球要素市场的运作方式时，发展中国家可以发挥比较优势推动产业发展，从服务贸易自由化

中获得巨大收益［9］。刘斌等认为，服务贸易会通过扩展生产步长和降低服务中间价格来促进制造

业服务化［10］。崔岩等提出，生产性服务开放促进了本国制造业企业将服务任务外包给效率更高、

质量更好、产品更多元化的国外服务业企业，有助于促进本国制造业服务化和价值链升级［13］。然

而，现有研究大都未将世界多变的经济形势纳入考量。自 2018 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以

来，中美间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迫使我国持续降低对美贸易依存度［14］14。与之相反，随着“一带一

路”倡议的推进和中欧班列频次的持续增加，2020 年中欧经贸合作取得了巨大进展，中国首次超

越美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中欧贸易将在中国未来产业转型和经济新格局构建中扮演越来

越重要的角色。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将围绕中欧服务贸易能否推动我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这一问题，借助实证

模型分析中欧服务贸易对我国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并重点基于制造业行业类别与行业特征展开

进一步的异质性讨论。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有：第一，鲜有文献对服务贸易与制造业服务化开展国

别研究，本文结论能够进一步丰富该领域研究成果。第二，关注制造业行业异质性对结论的影响，

使研究结论更具有针对性。第三，紧扣当前全球贸易现实，充分考虑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特

别是我国对美贸易单一依赖程度逐渐缓解的现实，研究结果对政策制定更具参考价值。

一、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对外贸易能够拓展产品市场的空间幅度，降低国内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提高规模经济效率，

促进技术进步，因此，理论上对外贸易能够有效推动产业融合与产业结构升级［15］67。中国的服务业

发展起步较晚，制造业服务化水平较欧洲仍存在明显的差距［16］8。在这种背景下，中欧服务贸易深

化对推进我国制造业服务化进程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服务贸易对本国制造业服务化的作用主要

体现在投入和产出两个层面，因此，我们将从投入服务化和产出服务化两个视角分析中欧服务贸易

的具体效应。

从投入视角出发，中欧服务贸易能够通过直接效应、竞争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推动我国制造业

投入服务化。第一，中国进口欧洲服务的增加能够有效扩大我国服务要素市场供给，促使更多专业

程度高、成本低的服务中间品进入我国制造业，发挥直接效应，推动我国制造业向投入服务化转型

升级［17］582-583。具体而言，制造业企业通过进口高质量服务提升自身利润水平，这会诱使其他制造业

企业模仿并增加服务投入，国内相关服务需求上升，服务供给也相应增加，带动国内服务效率与质

量快速提升［18］，推动我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同时，欧洲高质量服务的涌入能够在国内市场形成中

间品种类效应［19］912［20］115。中欧服务贸易深化有利于我国获得种类更多、效率更高的高质量服务，推

动服务产品特别是运输、电信、金融、批发零售等多种类服务中间品质量提升，这有助于国内市场实

现资源整合优化、信息成本降低、融资约束放宽、价值链联结加强等多重效果，进而对制造业投入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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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化产生积极影响。第二，来自欧洲的高质量服务大量进入市场将会加剧国内服务产品竞争，打破

市场垄断，阻止服务行业巨头实施垄断定价［21］，有效降低制造业企业的服务投入成本与生产成

本［22］，促进我国服务业整体的健康发展，提高制造业企业增加服务投入的可能。此外，竞争加剧还

将引导资源从低效率部门流向高效率部门，配置效率的提升有助于制造业企业依托现有资源，不断

创新生产组织方式与服务业态［23］20。第三，从欧洲进口高技术含量的服务产品能够为我国带来大量

知识与信息，带来技术溢出，这有助于提升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具体来说，一是国内服务业企

业会通过“干中学”对欧洲的示范性服务产品进行模仿、学习甚至创新，由此不断改善自身生产技

术、管理方法与经营模式，提升服务要素供给水平［24］64。二是为使出口服务产品更好地适应中国市

场，欧洲企业往往会选择雇佣和培训中国劳动力，由此积累的专业化人力资本在国内的流动会带来

知识和技术的转移［25］，这会对国内服务业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三是当进口服务产品作为中

间品进入制造业生产时，还会引发前后关联效应［26］40，前向迫使制造业提升技术水平与管理水平来

更好地吸收高质量服务，后向为制造业提供与服务配套的技术指导，进而提升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

平。综上，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中欧服务贸易有利于提升我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

从产出视角出发，中欧服务贸易能够通过资源转移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与 H-O 效应推动我国

制造业产出服务化。第一，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制造业企业实施服务化战略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

牺牲制造生产，因此，制造业企业缺乏由自身提供服务业务的动力，其产出服务化难度较大。而制

造业企业从欧洲采购专业化服务比依靠国内自给自足更能有效降低投入成本与生产成本［27-28］，这

有助于企业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服务生产中，从而推动制造业产出服务化。第二，制造业企业在使

用高端进口服务的过程中，会通过不断模仿与学习，将进口服务产品的先进技术“内化”，进而提升

行业整体技术水平。这不仅有助于经验积累效应的产生，使企业在提供与核心业务有关的服务产

品时更游刃有余，同时也推动了制造业企业延长产业链，开发新型服务产品，创新服务化商业模

式［29］43。第三，随着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程度的日益加深，我国的产业发展战略也在相应发生变

化［30］113，而我国对欧服务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背后，恰恰隐含着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升的产业发展路

径。在此路径下，随着科技水平的提升，我国正逐步脱离对低技能劳动力、自然资源等传统比较优

势的依赖，转向获取技术比较优势地位。因此，根据 Crozet 等［31］提出的企业比较优势模型，制造业

企业会选择供给更多高技术含量的配套服务业务，推动制造业向产业链的服务环节不断渗透，从而

提高我国制造业产出服务化水平。综上，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中欧服务贸易有利于提升我国制造业产出服务化水平。

中欧服务贸易深化对不同要素密集度制造业的服务化可能存在异质性影响。一般来说，相较

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以劳动要素投入为主，对技术与

服务依赖度低，但当前迅猛发展的信息技术正不断通过智能服务对低端制造业进行改造。中欧服

务贸易深化能够为此提供更多低成本、专业化的高端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助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

投入服务化转型。与投入服务化相反，由于行业特性，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发展受限，难以

转向服务生产，欧洲相关优质服务的进入反而会抢占其发展空间，产生较强的替代效应，阻碍其产

出服务化。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对资本、技术的依赖度高，为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技术密集型制造

业不仅需要在生产过程中加大服务中间品投入，也需要借助自身优势衍生出更多的高质量配套服

务，而中欧服务贸易能够为此提供支撑。另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大多为

资源行业，对自然资源要素的过分依赖极有可能使其排斥高质量服务的进入，进而陷入“资源诅

咒”，在这种情况下，中欧服务贸易的深化将无法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产生推动作用。

同时，我国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以国有企业为主，国有制造业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传统经营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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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可能会使其服务化进程有别于其他类型企业。综上，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中欧服务贸易对不同要素密集类型制造业的投入服务化与产出服务化的影响存在

差异。

对上述研究假设，本文后续将开展以下实证检验工作：第一，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分析中欧服务

贸易对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产出服务化的影响。第二，通过分组回归，考察中欧服务贸易对制造业

投入服务化与产出服务化影响的行业异质性。第三，借助门槛效应模型，探究行业特征下中欧服务

贸易对制造业服务化的非线性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基准模型设定

结合上文理论机制分析，构建基准计量模型如下：

servitizationit = α + β1 tradeit + γX it + λt + μi + εit （1）

其中，下标 i和 t分别表示行业与年份，被解释变量 servitizationit 表示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核心解释变

量 tradeit 表示中欧服务贸易，X it 表示一系列相关控制变量，λt 和 μi 分别表示时间效应与个体（行业）

效应，εit 为误差项。

（二）变量测算与说明

1.被解释变量

现有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测算方法主要有贸易增加值核算［32］5-7、生产消耗系数测算［33］40与制造

业服务投入产出占比计算［34］99三类。根据理论假设，本文需从投入与产出两种视角对中欧服务贸易

的影响分别展开实证分析。因此，本文借鉴黄群慧等［35］2的服务投入产出占比计算方法测度制造业

投入服务化水平与制造业产出服务化水平。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计算公式如下：

serinit =
∑ K

service_inputikt

Yit

，k ∈ K （2）

制造业产出服务化水平计算公式如下：

seroutit =
∑ K

service_outputikt

Zit

，k ∈ K （3）

式（2）和式（3）中，k 和 K 分别表示服务分行业与服务业总体；service_inputikt 与 service_outputikt 分别

表示 t 年制造行业 i 关于服务 k 的投入量与产出量；Yit 与 Zit 分别表示 t 年制造行业 i 的总投入与总产

出。式（2）中，serinit 越大，表示制造行业 i投入服务化水平越高。式（3）中，seroutit 越大，表示制造行

业 i产出服务化水平越高。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中欧服务贸易。首先，由于中国与欧洲国家的细分服务贸易额、服务贸

易限制指数等数据不可得，且缺少关于中国与列支敦士登、圣马力诺、摩纳哥、梵蒂冈、安道尔等 5

国的相关贸易统计数据，因此，本文在欧洲 44 个国家中剔除这 5 个国家，选取 39 个样本国家①对中

① 这 39 个欧洲国家具体为：奥地利、比利时、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拉

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阿尔巴尼亚、白俄罗

斯、波黑、保加利亚、克罗地亚、马耳他、摩尔多瓦、北马其顿、罗马尼亚、俄罗斯、塞尔维亚、黑山、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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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服务贸易额进行加总计算，用中欧服务贸易总额表示中欧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其次，现有关于服

务贸易与制造业的研究主要基于国家与行业两个层面展开，而本文研究对象为我国制造业服务化，

因此，我们将采用行业数据进行分析。考虑到不同制造行业对中间服务的需求不同，服务贸易对不

同制造行业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差异，本文参考学界对服务开放度与制造业服务化的诸多研究，借鉴

Arnold 等［22］140、刁莉等［11］51-52的处理方法，以进口服务在制造各行业的投入比重为权重，将中欧服务

贸易额与制造业各细分行业一一对应，得出制造业分行业 i的服务贸易额，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ssi_imikt =
bikt

∑M
bimt

，m ∈M （4）

tradeit =∑ K
ssi_imikt × cett，k ∈ K （5）

其中，bikt 表示 t 年制造行业 i 中进口服务 k 的投入量；∑M
bimt 表示 t 年制造行业 i 的生产投入总和；

ssi_imikt 表示 t年制造行业 i对进口服务 k 的依赖度；cett 表示 t年中欧服务贸易总额（亿元）；tradeit 表

示 t年制造业分行业 i的服务贸易额（亿元）。

3.控制变量

根据已有研究，本文选取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1）行业规模（scale）。规模越大的制造行业

往往拥有更完备的能力与资源来促进其服务化转型［36］77，行业规模用制造业分行业产值（亿元）来衡

量。（2）资本强度（capital）。资本强度高的制造行业更易提升智能化水平，使其拥有更强的能力对

服务中间品投入进行吸收再创新［37］66，用制造业分行业固定资产原值（亿元）来衡量。（3）对外开放度

（export）。行业对外开放有利于推动我国制造业服务化［38］35，用制造业分行业的出口交货值占行业

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4）劳动生产率（lab）。由于鲍莫尔“成本病”的存在，服务业的生产率普遍低

于制造业，因此，生产率较高行业的制造业服务化程度可能越低。这里用制造业分行业的产值（亿

元）与行业就业人数（万人）之比来衡量。（5）国有化程度（state）。制造行业的国有化程度越高，其发

展受国家经济政策干预的程度越高，资源有效配置与创新动力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从而影响其

服务化进程［39］64。国有化程度用制造业分行业国有企业产值占行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6）研发

投入（rd）。研发投入的增加能够促进技术创新，进而推动制造业服务化［40］103，这里用制造业分行业

R&D 支出（万元）占行业主营业务收入（亿元）的比重来衡量。

（三）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由于最新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更新至 2014 年，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 2000—2014 年我

国 27 个制造业行业的平衡面板数据，并对照 WIOD 国家投入产出表将其归类合并为 17 个行业①。

在数据来源方面，被解释变量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制造业产出服务化的数据来源于 WIOD 的中国

投入产出表；核心解释变量中欧服务贸易额的数据来源于 OECD 数据库；控制变量的数据来源于相

关年份《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与《中国统计年鉴》等。

此外，本文对数据进行预处理，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齐，根据当年平均汇率将中欧服务贸易

换算为人民币，并以 2000 年为基期对所有货币价值数据进行调整。变量描述性统计参见表 1。

① 17 个行业分别为：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制造业（C10—C12）；纺织、服装及皮革制品制造业（C13—C15）；木材加工及竹藤

棕草制品业（C16）；造纸及纸制品制造业（C17）；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业（C18）；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工（C19）；化工原

料及化学产品制造业（C20）；医药制造业（C21）；橡胶和塑料制品制造业（C22）；非金属矿物制造业（C23）；基本金属制品制

造业（C24）；金属制造业（C25）；计算机、电子、光学产品制造业（C26）；电气设备制造业（C27）；普通机械制造业（C28）；交通

运输设备制造业（C29—C30）；家具制造业（C31—C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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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同时使用混合最小二乘法（POLS）与固定效应模型（FE）进行估计并比较，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模型（1）—（4）分别报告了中欧服务贸易对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产出服务化的影响，核心解

释变量系数均显著为正。相较 POLS 模型，FE 模型的中欧服务贸易系数更小，对投入服务化的影响

系数为 0.019，在 1% 水平显著，对产出服务化的影响系数为 0.007，在 5% 水平显著。这可能是 FE 模

型控制了时间效应与行业的不同特征导致的，故后续实证结果的分析均以 FE 模型为准。综合来

看，中欧服务贸易的深化能够有效推动我国制造业的投入服务化和产出服务化水平，进而对我国产

业结构转型和构建基于双循环的国内价值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控制变量中，行业规模、资本强度、对外开放度、国有化水平与劳动生产率均显著影响我国制

造业服务化水平。其中，劳动生产率仅对投入服务化水平产生显著影响。具体而言，行业规模对投

入服务化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与预期结果一致；而对产出服务化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中国制造

业在产出层面仍体现出“大而不强”的特征［41］15，制造业转化高质量投入要素为自身成果的能力与效

率有待提升。资本强度对投入服务化的影响方向为负，与预期相反，而对产出服务化的系数显著为

正。对此可能的解释是，高资本强度往往意味着制造业已投入大量资本来购置生产所需的仪器设

备，这尽管为提升智能化水平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同时也挤占了用于吸收中间服务的资金，反而不

利于投入服务化。与投入不同，资本要素的积累能够为制造业增加服务业务提供物质支撑，使得制

造业产出服务化得以推进。对外开放度系数显著为负，与预期相反，这是因为我国制造业的“低端

锁定”使得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较低［42］29，出口产品数量的提升反而阻碍了服务化进程。其余两个

控制变量国有化水平与劳动力生产率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与预期一致。

（二）稳健性检验

我们依次采用分时段、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更换估计方法、考虑内生性问题等方式来进行稳健

性检验。

1.分时段的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中欧贸易受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极大，因此，本文将样本分为金融危机前与金融

危机后两个时间段，以考察中欧服务贸易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是否会因金融危机出现巨大差异。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serin

serout

trade

scale

capital

export

lab

state

rd

全部样本

均值

0.160

0.170

3.361

10 338.424

7 330.863

0.159

29.318

0.220 3

90.805

标准差

0.052

0.191

2.807

8 647.007

7 475.104

0.141

22.791

0.207

71.072

最小值

0.074

0.006

0.398

370.179

120.300

0.010

8.992

0.011

7.853

最大值

0.311

0.738

16.654

36 322.883

44 249.688

0.649

136.651

0.944

547.893

样本数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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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如表 3 所示，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均显著为正，金融危机后的系数相对较小。这说明尽管中欧服

务贸易对我国制造业服务化的推动作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金融危机前后，中欧服务贸易始

终对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产出服务化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证明研究结

论较为稳健。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trade

scale

capital

export

lab

state

rd

常数项

时间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F 值

n

R2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

（1）POLS

0.036***

（0.003）

0.002

（0.007）

－0.017**

（0.008）

－0.024

（0.019）

－0.003***

（0.000）

0.217***

（0.025）

1.066***

（0.373）

0.189***

（0.005）

否

否

59.220***

255

0.668

（2）FE

0.019***

（0.005）

0.035***

（0.005）

－0.029***

（0.005）

－0.099***

（0.025）

－0.001***

（0.000）

－0.080***

（0.017）

－0.222

（0.588）

0.269***

（0.015）

是

是

76.820***

255

0.784

制造业产出服务化

（3）POLS

0.095***

（0.012）

－0.047**

（0.023）

－0.090***

（0.026）

－0.304***

（0.065）

－0.003***

（0.001）

0.354***

（0.090）

0.515

（1.688）

0.320***

（0.039）

否

否

40.380***

255

0.391

（4）FE

0.007**

（0.003）

－0.028**

（0.011）

0.019**

（0.007）

－0.239***

（0.034）

－0.000

（0.000）

－0.340***

（0.051）

2.246

（1.608）

0.340***

（0.028）

是

是

129.180***

255

0.451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表 3 分时段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trade

包含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F 值

n

R2

2000—2007 年

（1）投入服务化

0.019***

（0.004）

是

是

是

73 883.870***

136

0.813

（2）产出服务化

0.020***

（0.007）

是

是

是

17 683.320***

136

0.403

2008—2014 年

（3）投入服务化

0.006***

（0.001）

是

是

是

4 814.630***

119

0.781

（4）产出服务化

0.003**

（0.001）

是

是

是

286.590***

119

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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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替换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将中欧服务贸易一阶差分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替换变

量，以考察中欧服务贸易增量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结果如表 4 所示，估计系数均在 5% 水平下

显著为正，基准回归结果相对稳健可靠。

3.系统 GMM 回归结果

当期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可能会受到上一期水平的影响，因此，本文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制

造业服务化滞后一期，并采用系统 GMM 进行估计，来避免传统面板模型估计结果的有偏和不一致

问题。结果如表 5 所示，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均显著为正，研究结论并未发生改变，再次验证了研究

结论的稳健性。

4.考虑内生性问题的再检验

中欧服务贸易增长能够提升我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反之，制造业服务化的快速发展也可能通

过增加服务投入需求与服务产出供给推动中欧服务贸易进一步深化。由此，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

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此外，还可能存在遗漏变量使得结果有偏。为解决双向因果

与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中欧服务贸易的一阶滞后项与人民币兑欧元汇率作为工

具变量，对模型重新进行检验。选取中欧服务贸易滞后一期是因为上一期中欧服务贸易额大小会

表 4 替换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D.trade

包含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F 值

n

R2

（1）投入服务化

0.003**

（0.001）

是

是

是

9.300***

238

0.754

（2）产出服务化

0.006**

（0.003）

是

是

是

30.770***

238

0.480

表 5 系统GMM回归结果

变量

trade

L.serin

L.serout

包含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AR（1）

AR（2）

Sargan 检验

n

（1）投入服务化

0.005***

（0.001）

0.824***

（0.050）

是

是

是

0.003

0.385

0.135

238

（2）产出服务化

0.005**

（0.003）

1.007***

（0.028）

是

是

是

0.076

0.230

0.187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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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当前中欧服务贸易额水平，却不会受到当期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反向影响，可有效避免双向因

果的出现。选取人民币兑欧元汇率则是因为汇率改变会导致服务产品进出口价格发生相应改变，

与产品交易价格密切相关的贸易额亦会受到影响，但汇率对制造业服务化的直接影响微乎其微，具

有一定的外生性。考虑到汇率为时间序列数据，本文参照中欧服务贸易的处理方式将其转换为面

板数据。具体结果如表 6 所示，Kleibergen-Paap rk LM 检验与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检验分别

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与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表明工具变量有效。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均显著

为正，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三）行业异质性分析

不同要素密集度制造业的服务化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43］15-16。在此背景下，中欧服务贸易正

向效应的发挥也可能会受到这种行业异质性的影响。为进一步探讨中欧服务贸易对不同要素密集

度制造业服务化的推动作用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借鉴樊茂清和黄薇［44］62的分类方法将制造行业划分

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三类，并基于此展开异质性分析。系统 GMM 回归结果显

示，上期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对当期水平有显著影响，因此，分行业分析采用系统 GMM 模型的估计

结果。

如表 7 所示，对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中欧服务贸易对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具有显著

的正向作用，而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作用不显著。这说明我国以国有企业为主的资本密集型制

造业倾向于内部生产所需要的服务要素，国有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经营特征使得其投入服务化

的特征有别于其他类型企业。同时，资源型行业存在的“资源诅咒”效应［45］也有可能导致高质量服

务要素的进入受到排斥。

中欧服务贸易对各类制造业产出服务化的影响也存在较大差异。具体来说，对劳动密集型制

造行业的服务化程度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无明显影响，而资本密集型制

造行业的服务化则受到了显著抑制。这可能与技术差距程度影响了不同制造行业对高端进口服务

的吸收转化能力有关［46］4-7，即服务贸易对不同制造行业产出服务化的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

说，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相比，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相关服务的技术复杂度高、标准化

程度低，中外技术差距很大，这影响了后两类制造业对国外高端服务的吸收转化能力，服务进口的

替代效应远远大于技术溢出效应，导致中欧服务贸易无法对这两类制造业产出服务化产生正向促

表 6 内生性处理：工具变量法

变量

trade

包含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

F 值

n

R2

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1）投入服务化

0.018***

（0.004）

是

是

是

51.965***

401.896***

30.320***

238

0.723

（2）产出服务化

0.018**

（0.009）

是

是

是

4.120***

238

0.335

汇率

（3）投入服务化

0.015***

（0.004）

是

是

是

49.053***

264.988***

23.210***

221

0.687

（4）产出服务化

0.018*

（0.010）

是

是

是

3.550***

221

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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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作用，甚至在叠加国有化特征后会阻碍其产出服务化进程。

（四）门槛效应检验

由前文分析可知，中欧服务贸易对我国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影响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制造

业内部差异化的研发强度与制度安排，极有可能导致制造行业拥有不同的吸收转化能力，促使影响

呈现出非线性特征。因此，本文进一步把研发投入与国有化水平作为门槛变量引入计量模型，以考

察是否存在非线性效应。门槛模型设定如下：

serinit = α + β '1 tradeit × I ( Sit < ϕ1) + β '2 tradeit × I ( Sit ≥ ϕ1) + γX it + λt + μi + εit （6）

seroutit = α + β '1 tradeit × I ( Sit < ϕ1) + β '2 tradeit × I ( Sit ≥ ϕ1) + γX it + λt + μi + εit （7）

其中，Sit 为门槛变量，ϕ1 为未知的门槛值，I ( ⋅ )为指示函数，用于根据门槛值对样本进行分段。

门槛效应自抽样检验结果如表 8 所示，所有门槛回归均只有单一门槛显著。根据表 9 中的具体

结果可知，当研发投入强度处于低区间时，中欧服务贸易对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产出服务化均具有

负向效应；当研发投入强度越过门槛时，中欧服务贸易才能够发挥显著的正向效应。可能的原因

是，在整体层面，只有当研发投入强度达到一定水平时，制造业才具备吸收进口服务并提升服务产

出的能力；研发水平较低时，服务贸易反而会制约制造业的服务技术进步。在以国有化水平为门

槛变量的估计结果中，当国有化水平未达到门槛值之前，中欧服务贸易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

而当国有化水平达到门槛值之后，中欧服务贸易对投入服务化的推动作用不再显著，甚至还对产

出服务化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这是因为国有化水平的提升会影响制造业技术进步与资源有

效配置，阻碍中欧服务贸易正向效应的发挥。整体与分行业的样本差异使得门槛效应结果与分行

业回归结果存在一些差异，但总体来看，以上结论仍在一定程度上为行业异质性分析提供了

支撑。

表 7 行业异质性问题分析

变量

trade

L.serin

L.serout

包含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AR（1）

AR（2）

Sargan 检验 P 值

n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

劳动密集型

0.011**

（0.002）

1.022***

（0.053）

是

是

是

0.099

0.467

0.963

42

资本密集型

0.003

（0.002）

0.872***

（0.038）

是

是

是

0.011

0.485

0.218

112

技术密集型

0.005**

（0.002）

0.914***

（0.074）

是

是

是

0.017

0.128

0.561

84

制造业产出服务化

劳动密集型

0.008**

（0.004）

0.686***

（0.068）

是

是

是

0.099

0.298

0.421

42

资本密集型

－0.003**

（0.002）

1.011***

（0.004）

是

是

是

0.091

0.654

0.239

112

技术密集型

0.011

（0.014）

1.020***

（0.038）

是

是

是

0.029

0.408

0.167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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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中欧服务贸易对我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产出服务化的影响

和效应。理论上，中欧服务贸易能够通过直接效应、竞争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推动我国制造业投入

服务化，并通过资源转移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 H-O 效应促进我国制造业产出服务化。实证结果

表明：第一，整体而言，中欧服务贸易对我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产出服务化均发挥着积极的推动

作用，并且这一结论在分阶段、替换变量、更换估计方法与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第二，中欧

服务贸易对不同要素密集度制造行业的影响存在差异。分组回归发现，中欧服务贸易能够显著推

动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行业投入服务化转型，却对资本密集型制造行业的投入服务化无

明显影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劳动密集型制造行业的产出服务化水平，却对技术密集型和资本

密集型制造行业的产出服务化无明显影响或有显著抑制作用。第三，基于行业异质性，进一步探究

行业特征下中欧服务贸易对制造业服务化影响的非线性特征，发现存在研发投入门槛效应与国有

化水平门槛效应。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产出服务化，突破全球价值链“低

端锁定”困境，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在当前中美贸易争端日益升温、国际经济形势多变的

背景下，应当继续深化中欧服务贸易，充分利用欧洲的优质服务提升国内服务产品质量，为我国制

造业的服务化转型注入强劲动力。第二，不同类型的制造业行业应实施差异化发展政策。以加工

贸易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需打破原有发展模式，充分利用中欧合作契机，借助进口服务产品优

化要素投入结构，进而实现投入产出两个层面的转型升级。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应加强自身管理，并

提升对服务投入的重视程度，推动企业对进口服务的有效吸收。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在引入欧洲高

质量服务的过程中，应重视知识技术的吸收转化与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避免出现“创新替代”，阻

碍产出服务化进程。第三，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加制造业研发投入，使其越过“门槛”，为中

表 8 门槛效应的自抽样检验与门槛估计值

模型

投入服务化

单一门槛

产出服务化

单一门槛

研发投入

F 值

48.240***

29.660**

门槛值

79.680

141.121

国有化水平

F 值

28.840**

84.820***

门槛值

0.084

0.427

表 9 门槛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trade（Sit<φ1）

trade（Sit≥φ1）

包含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n

R2

研发投入

（1）投入服务化

－0.058

（0.052）

0.335***

（0.103）

是

是

是

255

0.624

（2）产出服务化

－0.058***

（0.016）

0.055***

（0.016）

是

是

是

255

0.499

国有化水平

（3）投入服务化

0.650***

（0.219）

－0.083

（0.124）

是

是

是

255

0.374

（4）产出服务化

0.126*

（0.069）

－0.067**

（0.026）

是

是

是

255

0.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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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服务贸易正向效应的发挥提供更好支撑。

（本文曾在 2021 年中国世界经济学年会中青年论坛做过汇报，感谢冯晓明主编、樊海潮教授以

及其他同行提出的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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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EU Service Trade and the Servitization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Industrial Panel Data

Fan Wenjing1 Pan Xian1 Xiao Wen2，3

(1. School of Economic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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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servitiza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trend

in industrial evolution. Increasing service inputs in the process of manufacturing products is

transform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becoming a new engine of global economic growth. At present,

the quality of services offered by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insufficient and thus servitization

remains at a low level. Improving the servitization level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essential to

promoting the status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d in establishing a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In this article, we examine theoretically and empirically whether

the China–EU service trade can promote the servitization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e focus

on the impact of heterogeneity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use a threshold effect model to explore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heterogeneity.

Theoretically, the China – EU service trade can promote the input servitization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rough direct effect, competition effect, and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It

accelerates the output servitization via resource transfer effect,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and

Heckscher – Ohlin (H – O) effect. The empirical results reveal the following three conclusions. (1) On the

whole, the China–EU service trade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input and output servitization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2) The impact of the China –EU service trade varies for different factor-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lthough the China – EU service trade can promote the input servitization of

labor- and technology-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t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in the case of capital-intensive

manufacturing. Moreover, the China–EU service trade has promoted the output servitization of labor-intensive

manufacturing but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output servitization of technology-intensive

manufacturing, and it has even hindered that of capital-intensive manufacturing. (3) Based on industrial

heterogeneity, we further explore the nonlinea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mpact of the China–EU service trade

on the servitiza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e find that there are threshold effects for investment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and the level of nationalization.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to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lie in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research methods, and some new findings. First, this paper

enriches the related research results by examining the China – EU bilateral trade, and simultaneously

considering rapid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deepening of the China – EU trade relations.

Secondl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uses R&D

intensity and the nationalization level as threshold variables to explore the internal mechanism governing

whether service trade can promote the servitization of the domestic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third

contribution is that the conclusions are expla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ownership characteristics, the

resource curse effect, and the technological gap.

Key words: China-EU service trade; manufacturing servitization; input servitization; output

servitization; industrial heterogene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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